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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践的影响已被广泛认知，但鲜有研究从地区

革命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基于各地级市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的数据对革命历史在企

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地区革命记忆越深刻，其

社会责任履行越好; 革命历史的作用与正式制度存在替代关系，并通过改善社会信任水平

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推动作用; 革命历史与高管受教育水平、海外背景和平均任职年

限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存在替代性; 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

的承担更多地是基于经济动机的寻租行为。上述结论在进行关键指标替换和安慰剂检验

后依然保持稳健。本文揭示了中国情境下特殊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

促进作用，并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可能动机进行了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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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实现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过程中，如何树立责任意识和有效推进企业社

会责任的切实履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座谈会上

指出:“最具生存能力和竞争优势的企业势必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①。这从战略意义上指

明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然而近年来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非伦理商业行为频发，揭示了

国内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Ｒesponsibility，CSＲ) 的缺位。因此，对于影响我国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的因素进行探讨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为股东创造利润的同时，还应履行对员工、客户、供应商、慈善和环境

等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从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来看，学者们更多关注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和后果，如对市场份额的扩大、员工稳定以及对财务价值的创造等 ( 沈艳和蔡

剑，2009) 。部分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成因的文章也较多着眼于微观视角，论证高管团队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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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导向、海归背景乃至年龄薪酬等企业内部特征对企业履行 CSＲ 的影响( Choi and Wang，2007;

孙德升和尹珏林，2014; 徐细雄等，2018) 。事实上，企业行为是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经过理性选择

和环境适应后的结果和表现( 周中胜等，2012) ，因此企业在动机和决策方面的偏好会显著地受到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影响。相比于企业自身的特征，地区层面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会长久

且全面地影响企业行为。
制度环境的发展有其历史延续性，各个国家( 地区) 不尽相同。一直以来，西方国家的正式制

度( 如法律) 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受西方学术界影响，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多关注法

律制度建设对企业决策或是金融发展的影响( Campbell，2007; Detomasi，2008; 罗煜等，2016) 。然

而，在拥有丰富文化习俗和深刻革命历史的中国，依靠群体达成某种心理共识而发挥作用的非正式

制度，同样是企业选择的支撑和依据，并且非正式制度是通过意识内化而非外力施加发挥作用，其

产生的影响将更具有持续性。在近年制度经济学兴起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佛教等作为中国精神

文明根基的非正式制度成为了研究热点。如徐细雄和李万利( 2019) 的研究发现，地区的儒家文化

可以改善委托代理冲突，从而使得企业有更强的意愿进行创新活动; 同时在企业过度投资的行为方

面，儒家文化也能够起到显著的约束作用，提高投资效率。
除了宗教和文化，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经历过的深刻革命历史，其背后承载的革命精神孕育、教

化了无数华夏儿女，对当今社会中国各方各面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 宏观层面，李飞跃等( 2019)

的研究表明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对新中国的国家能力、经济转型和发展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 中观

层面，刘明兴等( 2013) 发现浙江地区解放前建立地方革命武装的地区更加积极地推行保护产权和

市场的经济政策，进而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微观层面，革命历史所承载的精神风范和价值观内

嵌到企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中，在企业中发挥着“认知地图”的作用，对管理者行为产生“社会控

制”效果，从而对企业行为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O'Ｒeilly and Chatman，1996) 。
在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效用方面，倪昌红( 2016) 的研究表明高管的宗教虔诚通过

道德教化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黄国良和李妮妮( 2019) 以及邹萍( 2020) 发现儒家文化通过

发挥“道德约束”功能和“行为引导”功能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促进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宗教虔诚、
儒家文化还是革命历史过程中凝练出的革命精神都是通过道德洗礼和信仰传递达到人们对真善美

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这与企业通过履行相应行为达到增进利益相关者福利有异曲同工之处。既

然非正式制度都是通过形成心理契约和集体共识对企业行为发挥作用，那么理论上非正式制度之

间的效力发挥应具有协同性，而与以强制约束力为作用机制的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反观

现实，虽然目前我国通过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履行行为，但是毒奶粉事件等非伦理商业行为仍然普遍存在。因此在继续加强正式制度对于企业

社会责任的约束作用的同时，认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树立的作用机制及其与正式制

度的交互，不仅仅是对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影响因素、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企业行为等相

关文献的有效补充，也将有助于责任相关者进一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从而

在根源上解决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践问题。
基于此，本文从宏观层面出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地区层面考察革命历史这一中国情

境下特殊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践行为产生的影响。本文研究在学术层面拓宽了社会

责任承担这一企业行为影响因素的视角，弥补了张兆国等( 2018 ) 、鲁悦和刘春林( 2018 ) 等文献将

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行为视为纯理性利益决策，而忽视其社会性的缺陷。其次，通过实证分

析，本文全面探究革命历史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关系，丰富了非正式制度的研究领域，增进

了学术界对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决策发挥效力的作用机制的认识。再次，本文通过尝试探索国内

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动机，为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践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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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如，目前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质量存在一定问题，多数企业仍然是出于经济或政治动

机，且这种情况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多普遍。基于此，相关责任方一方面可以制定面向企业弘扬革命

历史与其承载的革命精神的相关举措，以促使企业将社会责任担当内化为自身企业文化，充分发挥

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决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平衡资源在不同产权

性质企业之间的分配，改善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以促使企业基于慈善动机履行社会责任。以上

构成了本文在学术和政策两方面的主要贡献和创新之处。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对于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并从中演绎出本

研究的基本假设; 第三部分主要从变量、样本、模型以及数据预处理的角度介绍了本研究的关键设

计; 第四部分报告和分析了基准及深入研究的实证结果; 第五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六部分对全

文进行总结。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演绎

( 一) 革命历史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还兼顾员工、产业链上下游等的利益

时，做出的行为，体现了公司治理视角从股东( shareholder) 这一单一群体向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
( stakeholder) 范畴的延伸和转变( 张兆国等，2013) 。也就是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实质上就

是企业所关注的利益相关者范围的扩大及其各自利益关系的协同( 李心合，2001) 。企业社会责任

承担的决定因素，既包括经济、正式制度等因素，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因素，特别是事关人们社会责任

意识的道德、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因素。Auriol et al． ( 2020) 基于在加纳开展的随机试验，发现

宗教信仰和信徒捐赠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并随着社会保障的变化而发生捐赠意愿的改变; 在中国情

境下，邹萍( 2020) 发现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存在相似之

处，指出儒家文化可以促进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披露并提高其质量。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文化

的要素之一，是根植于企业家与高管心中的内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聚合，常常以企业的核心经营理

念等形式通过公司章程等途径内嵌到员工的意识行为中( 姜付秀等，2015) 。企业文化只有与本国

主流道德观和意识形态有机地结合、交互，才能真正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始终内嵌和贯穿于企

业的责任价值文化中，最大程度地对企业行为发挥道德约束和行为指导两大功能。
在众多的非正式制度中，革命历史这一要素尚未得到现有文献的关注。什么是革命精神? 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开篇中鲜明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①。革命历史记忆作为一种非正式的道德规范

和约束机制，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第一，革命精神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具有很多契合之处，使得长期受到革命精神熏陶的企业主

动将社会责任履行内化为行为准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在实现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进一步保

障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并承担一定的社会公益责任( Grey et al．，1996) 。因此，社会责任要求企业

不仅追求金钱的利益，还要对消费者、员工、环境等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具有较强的利他性动机。
共产党人领导革命、为革命的一切牺牲奉献，最终目的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践行其最根本

的社会责任。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首先就体现为个体对

于国家、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意识与行动。具体而言，井冈山精神中依靠群众、无私奉献的精神，延安

精神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都是共产党人革命年代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革命精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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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个人追求的同时极大地体现了利他性动机。
已有研究认为中国管理者的价值观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这些价值观也会反映在企

业的经营决策上( Fu and Tsui，2003) ，特别是管理者的价值观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决定因

素( Hemingway and Maclagan，2004; 邹萍，2020)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经历了百余年的战乱，在这

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革命记忆同样也可以作为一种近代文化的载体，对企业的管理者产生影响。
更为直接和形象的机制在于，新中国成立后民政部门在各地建设或维护了大量的革命烈士纪念设

施，在革命经历丰富的地区，会有较多的革命烈士纪念设施、较隆重的革命烈士纪念活动。这种当

代人对历史的建构和解读行为，是制造和维护社会成员的共同身份感和共同历史意识，从而增进社

会认同与团结的重要方式，而承载历史记忆的地域或场所是进行建构与解读的基础 ( Friedman，

1992; Escobar，2001) 。革命精神浓厚、革命记忆深刻的地区，管理者对于社会偏好和利他动机的认

同度也会较高，这一价值观会进一步推动企业内部形成承担社会责任的伦理氛围，激励员工愿意进

行为社会奉献的活动( 李诗田和宋献中，2015) 。因此，在革命历史深刻的地区，企业会内化其道德

规范进而形成承担社会责任的经营规范，一方面诚信经营、保证本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保障

本公司员工利益，另一方面将这一责任范畴外延，在社会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奉献社会。
第二，革命精神的传播客观上可以对企业形成外部压力，通过声誉机制和信号传递机制迫使企

业经营行为遵循当地的价值观，从而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 石军伟等，2009; Elfenbein et al．，
2012) 。这一客观社会压力所带来的影响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中的“工具性观点”相契合。该观点的

主要思想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要是为了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而保障自我的利益( Jones，1995;

周中胜等，2012) 。当人们大都认可革命传统中的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时，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会产生一种声誉，与当地的消费者、员工、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形成良好的关系，从而促进企业经营绩

效的提高、融资成本的降低并获得竞争优势( Goss and Ｒoberts，2011) 。相反，如果企业选择机会主义、
放弃诚信经营，如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排放污水等行为，在经营地会形成道德舆论对企业施压，降低企

业拥有的社会资源，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因此，在革命历史深刻的地区，“为人民谋幸福”的文化内核

会促使在当地经营的企业尊重并遵守这一规范和准则，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企业所在地区的革命历史越深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越高。
( 二) 革命历史、正式制度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制度是人们对于行为规范普遍认可并达成共识、共同遵守的标准和安排。在经济活动中，行为

规范的内涵具化为经济单位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因此，制度会对企业活动形成支配。其内容很广

泛，既包括以书面形式约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如成文的法律规章等，也包括作用于内心、
无强制力的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道德、价值观等( Davis and North，1971) 。通常，市场化程度

越高的地区法律等正式制度通常越完善，因正式制度具有强制力，企业将不得不承担更多的社会责

任( 崔秀梅和刘静，2009) 。
目前，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让更多学者对制度环境与企业行为决策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在中

国，正式制度势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生作用，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 倪昌红，2016 ) ，有关

CSＲ 的制度建设仍需继续进行。根据 Matten and Moon ( 2008 ) 对明晰 CSＲ ( explicit CSＲ) 与内隐

CSＲ( implicit CSＲ) 的划分，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更多是内隐的，且与中国人对 CSＲ 的认知

关联紧密。Matten and Moon( 2008) 认为这种认知体现在对正式制度的认知上，而 Scott( 1995) 则认

为这种制度认知差异体现在规范、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认知差异上。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势必

会对企业的决策和行为产生交互影响。王艳和李善民( 2017) 的研究发现在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方

面，法律制度和作为最主要非正式制度之一的社会信任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而黄国良和李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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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的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与正式制度为互补关系。
革命历史作为涉及道德观和意识形态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必然会在某

种程度上受正式制度影响，然而这种交互作用究竟是互为替代还是相互补充，则取决于企业对于责

任履行伴随的社会成本的权衡( 陈冬华等，2013) 。因此研究法律制度干预下，革命历史促进社会

责任的履践效力的发挥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下国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真正动机。如果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仅是制度动因下的强制性行为，那么在既定成本约束的前提下，非正式制度将很难发挥作

用，市场化程度与革命历史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多表现为替代关系; 如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

多是出于道德动因，非正式制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企业的效用函数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企业愿

意支付额外成本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那么二者将呈现互补关系。因此，为探究革命精神影响

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真正动机，本文提出如下竞争假设:

H2a: 革命历史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践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所体现的正式制度较欠发达地

区更为明显，二者呈替代关系。
H2b: 革命历史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践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所体现的正式制度较为发达地

区更为明显，二者呈互补关系。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样本位 2010－2016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并剔除如下条件的数据:①革命历史、CSＲ
评分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②PT、S、ST、* ST 公司样本，③金融保险类公司样本。最终共获得了

2524 家公司 16173 条公司年度观测值。本文分析中所用 CSＲ 评级，选用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报告专业评测体系公布的 CSＲ 评分; 革命历史由手动搜集整理得到的我国各地级市革命烈士纪念

设施( 纪念堂) 数量和革命老区数量刻画; 其他数据来自 CSMAＲ 数据库。同时，对模型中的连续性

变量进行了 1%的双向缩尾处理以尽可能地降低异常值对于结果的影响。
( 二) 关键变量定义和解释

1． 革命历史( Ｒevol)
由于尚未有文献系统性地分析革命历史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黄国良和李妮妮

( 2019) 和邹萍( 2020) 运用公司注册地孔庙数量衡量儒家文化这另一非正式制度的做法，根据民政

部编纂的《境内烈士纪念设施统计图册( 2011 ) 》整理我国各地级市设有的革命烈士纪念设施数量

以衡量该地的革命记忆和公司受到的革命历史熏陶。同时，为使得研究结论更加稳健，本文基于各

省政府公布的革命老区县市名单，手动搜集整理了各地级市所含革命老区数量( Ｒevol_Ｒegion) ，亦

作为衡量革命历史的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2． 企业社会责任( CSＲ)

本文参考孙志宏( 2018) 、邹萍( 2018) 等的方法，选用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

体系公布的 CSＲ 评分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该评测体系囊括了股东责任( Shareh) 、员工

责任( Employee ) 、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 ( External) 、环境责任 ( Environ ) 和社会责任

( Social) 五个方面，且分别设立了二级指标 13 个和三级指标 37 个，并对默认行业、消费、制造、服务

行业赋予差异性权重比例分配，从而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全面的直接评价。
( 三) 回归模型

为检验革命历史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总体行为的影响同时通过考察对细分项的影响探究企业

社会责任的屡践动机，构建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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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Ｒi，j，t = α + βＲevolj + γControlsi，j，t + δt + φi + εi，j，t ( 1)

模型中的下标 i 表示公司，下标 j 表示各公司所在地级市，下标 t 表示年份。由于革命历史和

企业社会责任的地域性，本文在模型中同时控制了地区和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其中，企业层面的

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 Size) 、盈利水平( Ｒoe)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独立性( Ind) 、股权集

中度( Top1) 和产权性质( State) ; 地区层面变量包括人口( Pop)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Fixed) 、就业

率( Employ) 、文化程度( Book) 以及外商投资情况( Foreign) 。模型同时控制了年份( Year) 和行业

( Industry) 固定效应。此外，由于和讯网中对公司各年的社会责任评分( CSＲ) 是由五个细分方面的

得分加权平均得出，因此本文分别用这五个细分项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以探究革命精神对企业社

会责任履践的具体影响及逻辑动机。各变量具体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及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企业

社会责任

CSＲ 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中公司各年评分总分

Shareh 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中公司各年股东责任得分

Employee 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中公司各年员工责任得分

External
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中公司各年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

权益责任得分

Environ 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中公司各年环境责任得分

Social 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中公司各年社会责任得分

革命

历史

Ｒevol 公司注册地革命烈士纪念设施数量

Ｒevol_Ｒegion 公司注册地革命老区数量

Ｒevol_r 随机匹配的各公司对应的烈士纪念设施数量

市场化程度 Market 王小鲁等( 2018) 编制的中国各省市市场化指数排名前 1 /2 地区取 1，后 1 /2 取 0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盈利水平 Ｒoe 净资产收益率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

董事会独立 Ind 独立董事人数 /董事会总人数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产权性质 State 国企取 1，非国企取 0

固定资产 Fixed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人口情况 Pop 年末总人口

就业情况 Em 年末就业率

文化程度 Book 人均图书馆藏量

国际投资 Foreign 外商实际投资额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列示了本文选取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Ｒevol 的均值为 2. 779，最大值为 18. 000，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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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说明企业注册地所在地级市平均设有革命烈士纪念设施 3 座，但地区间仍存在较大差异，这

为探究革命记忆对于当下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提供了良好的实证环境。CSＲ 的平均值为 26. 389，最

大值为 92. 090，最小值为 － 19. 750，标准差为 17. 796，说明我国企业整体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仍有待

提高。总体来说，地区和企业间的差异提供了被研究样本的区分度。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值 最大值

Ｒevol 13292 2. 814 3. 639 0. 000 1. 000 18. 000
CSＲ 13292 27. 613 18. 855 － 19. 750 22. 670 92. 090
Shareh 13292 13. 907 6. 138 － 11. 690 14. 440 28. 190
Employ 13292 3. 166 3. 770 － 0. 130 1. 550 15. 000
External 13292 2. 670 5. 624 0. 000 0. 000 20. 000
Environ 13292 2. 741 6. 064 0. 000 0. 000 30. 000
Social 13292 5. 130 4. 738 － 15. 000 4. 590 30. 000
Fixed 13292 0. 362 0. 245 0. 007 0. 317 1. 537
Pop 13292 7. 611 5. 294 0. 557 6. 534 33. 752
Em 13292 0. 345 0. 306 0. 024 0. 235 1. 473
Book 13292 2. 526 2. 591 0. 021 1. 506 14. 386
Foreign 13292 12. 291 1. 588 5. 242 12. 717 14. 564
Size 13292 8. 063 1. 364 － 0. 740 7. 898 14. 693
Ｒoe 13292 0. 229 9. 159 － 20. 737 0. 082 713. 204
Board 13292 8. 783 1. 753 4. 000 9. 000 18. 000
Ind 13292 37. 274 5. 638 9. 091 33. 333 80. 000
Top1 13292 36. 618 15. 719 0. 290 34. 900 99. 000
State 13292 0. 434 0. 496 0. 000 0. 000 1. 000
Market 13292 7. 943 1. 601 2. 530 8. 070 10. 460

( 二) 回归结果分析

1． 革命历史和企业社会责任

表 3 报告了革命历史对企业社会责任总体及其细分项的回归结果。列( 1 ) 表明，在控制了一

系列可能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的因素后，革命历史( Ｒevol) 对我国上市企业社会责任( CSＲ) 的

系数为 0. 356，达到 1%显著性水平，即革命历史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企业所

在地深刻的革命记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践起到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有:①基于高阶理论，公司

高管受革命精神熏陶后，具备更多的奉献精神与社会关怀在企业管理行为上的体现，即慈善动机;

②企业所在地级市由于革命历史深刻，更加认可和偏好具社会责任担当的企业，因而当地企业加强

社会责任履践这一寻租行为，即经济动机。
进一步地，本文遵循徐细雄和李万利( 2019) 对于儒家文化的度量方式，利用 Google-Earth 搜集

了各上市公司注册地址的经纬度数据，计算其 100 公里半径范围内的纪念设施数量作为革命历史

强度的又一代理指标。因《境内烈士纪念设施统计图册》无法提供每个设施的具体位置，我们采用

市级政府机关的经纬度坐标进行替代，对处于 100 公里半径范围内的纪念设施进行加总①。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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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了这一回归结果。同样，结果显示革命历史记忆越深厚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践越好。
表 3 的列( 3) －( 7) 报告了革命历史对和讯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给出的 CSＲ

评分中的 5 个细分项的回归结果。其中股东责任( Shareh) 主要衡量了企业在盈利、分红、信批等方

面的表现，员工责任( Employ) 针对员工的绩效、关爱等进行作出评价，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

责任( External) 主要对产品质量、客户满意度和诚信互惠综合考量，环境责任( Environ) 和社会责任

( Social) 则分别对企业的环境治理、缴税以及公益捐赠行为进行评价。革命历史( Ｒevolution) 对上

述 5 个细分项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所关注的利益相关者范围由股东向雇员、供应商、消
费者及自然和社会环境延伸。黄国良和李妮妮( 2019) 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利益

相关者之间相互协同的过程。可见在革命历史的影响下，当地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有所提升。

表 3 革命历史与企业社会责任

CSＲ CSＲ Shareh Employ External Environ Social

( 1) ( 2) ( 3) ( 4) ( 5) ( 6) ( 7)

Ｒevol
0. 356＊＊＊

( 0. 095)

0. 225＊＊＊

( 0. 072)

0. 066*

( 0. 035)

0. 053＊＊＊

( 0. 020)

0. 092＊＊＊

( 0. 030)

0. 068＊＊

( 0. 030)

0. 077＊＊＊

( 0. 023)

Fixed
2. 555

( 2. 290)

0. 000
( 0. 000)

0. 526
( 0. 906)

0. 838*

( 0. 457)

0. 906
( 0. 731)

0. 308
( 0. 700)

－ 0. 023
( 0. 548)

Pop
－ 0. 197＊＊

( 0. 084)

0. 001
( 0. 001)

－ 0. 020
( 0. 034)

－ 0. 043＊＊

( 0. 018)

－ 0. 058＊＊

( 0. 028)

－ 0. 047*

( 0. 027)

－ 0. 029
( 0. 022)

Employ
6. 703＊＊＊

( 1. 419)

7. 919＊＊＊

( 1. 569)

1. 419＊＊＊

( 0. 535)

1. 665＊＊＊

( 0. 296)

1. 626＊＊＊

( 0. 434)

1. 597＊＊＊

( 0. 453)

0. 396
( 0. 361)

Book
－ 0. 006＊＊

( 0. 002)

－ 0. 006＊＊

( 0. 002)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0)

－ 0. 002＊＊

( 0. 001)

－ 0. 002＊＊

( 0. 001)

－ 0. 000
( 0. 000)

Foreign
0. 257

( 0. 320)

－ 0. 310
( 0. 406)

0. 230＊＊

( 0. 111)

－ 0. 004
( 0. 062)

－ 0. 051
( 0. 095)

0. 010
( 0. 101)

0. 073
( 0. 076)

Size
5. 146＊＊＊

( 0. 263)

5. 574＊＊＊

( 0. 332)

0. 871＊＊＊

( 0. 098)

0. 984＊＊＊

( 0. 057)

1. 335＊＊＊

( 0. 079)

1. 474＊＊＊

( 0. 089)

0. 483＊＊＊

( 0. 061)

Ｒoe
0. 009

( 0. 013)

0. 000
( 0. 000)

－ 0. 007*

( 0. 004)

0. 007＊＊＊

( 0. 002)

0. 005＊＊

( 0. 002)

0. 005*

( 0. 003)

－ 0. 001
( 0. 003)

Board
0. 342*

( 0. 196)

0. 665＊＊＊

( 0. 244)

0. 121*

( 0. 068)

0. 053
( 0. 042)

0. 127＊＊

( 0. 058)

0. 116*

( 0. 064)

－ 0. 076*

( 0. 042)

Ind
0. 007

( 0. 052)

0. 038
( 0. 061)

－ 0. 041＊＊

( 0. 018)

0. 011
( 0. 011)

0. 020
( 0. 016)

0. 020
( 0. 017)

－ 0. 003
( 0. 013)

Top1
0. 033*

( 0. 019)

0. 036
( 0. 022)

0. 052＊＊＊

( 0. 006)

－ 0. 008＊＊

( 0. 004)

－ 0. 008
( 0. 006)

－ 0. 005
( 0. 006)

0. 003
( 0. 005)

State
－ 0. 821

( 0. 687)

－ 1. 531*

( 0. 799)

－ 2. 61＊＊＊

( 0. 234)

0. 598＊＊＊

( 0. 141)

0. 484＊＊

( 0. 211)

0. 847＊＊＊

( 0. 219)

－ 0. 134
( 0. 157)

年度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Ｒ2 0. 205 0. 202 0. 102 0. 205 0. 158 0. 182 0. 222

N 13292 9617 13292 13292 13292 13292 13292

注: * 为在 10%水平下显著，＊＊为在 5%水平下显著，＊＊＊为在 1%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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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化程度、革命历史和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主要有道德动机、经济动机、政治动机和制度动机四类。其中，道德

动机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践行为并非全然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仅是为回馈社会的利他行为

( 周秋光和曾桂林，2006) ; 而制度动机则意味着企业通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提高其在某一

既成的制度、规范、价值或信仰环境中的适应性，以求取生存( 葛建华和王利平，2010) 。
为探究革命历史影响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践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本文采用王小鲁等

( 2018) 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总指数评分衡量正式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该指数与市场化程度同

向变化，即该指数越大，该地区制度越完善。本文参考金智等( 2017) 的研究，对于各地区的市场化

指数进行逐年降序排列，令每年前 1 /2 的地区的 Market 等于 1，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组后 1 /2 的地区

Market 等于 0，为市场化程度较低组，进行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革命历史、市场化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

CSＲ Shareh Employ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 1) ( 2) ( 3) ( 4) ( 5) ( 6)

Ｒevol
0. 504＊＊＊

( 0. 128)

0. 035
( 0. 177)

0. 092＊＊

( 0. 045)

－ 0. 016
( 0. 069)

0. 090＊＊＊

( 0. 027)

－ 0. 008
( 0. 03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组间系数检验( SUEST) p = 0. 0069 p = 0. 0303 p = 0. 0005

Ｒ2 0. 219 0. 201 0. 122 0. 082 0. 222 0. 198

N 7079 6213 7079 6213 7079 6213

External Environ Social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 7) ( 8) ( 9) ( 10) ( 11) ( 12)

Ｒevol
0. 126＊＊＊

( 0. 040)

0. 020
( 0. 054)

0. 118＊＊＊

( 0. 043)

0. 005
( 0. 054)

0. 071＊＊

( 0. 028)

0. 038
( 0. 04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组间系数检验( SUEST) p = 0. 0902 p = 0. 2934 p = 0. 7062

Ｒ2 0. 161 0. 163 0. 193 0. 174 0. 218 0. 239

N 7079 6213 7079 6213 7079 6213

从分样本结果来看，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样本中 Ｒevol 对企业社会责任总体及其 5 个细分项目

的系数均为正，除股东责任和社会责任在 5%水平保持显著外，其他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均达到 1% ;

与之对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样本组，各系数皆未有统计显著性。为进一步说明分样本之间存在差

别，本文对组间系数的差异性进行基于似无相关模型的检验( SUEST 检验) ，将系数差异的 p-value
列于表 4 中。检验结果显示，有 4 组市场化程度高与市场化程度低的分样本系数均存在显著差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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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革命历史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总分这一基准回归中的分样本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差别。
可见，市场化程度所代表的正式制度与革命历史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间存

在替代效应，战争所带来的的革命记忆主要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发挥其约束作用，有效树立企业

的责任意识。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践更多出于制度动机而非道德动机，即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更多地可理解为是正式制度动因下的强制性行为，企业的主观社会责任意识并不高，这

与我国非伦理商业行为频发的社会现实相符。该结论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 H2a。
3． 革命历史、地区信任和企业社会责任: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认为革命历史主要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践进行推动，一是革命精神所

蕴含的价值观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相契合，使得当地企业的高管充分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对其

个人价值观进行了塑造，这一价值观会进一步推动企业内部形成承担社会责任的伦理氛围，激励员

工愿意进行为社会奉献的活动，因此企业会内化其道德规范进而形成承担社会责任的经营规范; 二

是革命精神的熏陶会在当地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道德规范，对于企业产生一种客观上的舆论压力，

企业因声誉机制和信号传递机制去主动地适应当地的价值观，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这两个方面的推动作用都来源于革命精神对社会个体的文化熏陶作用，即对企业内部员工和

企业外部社会人员的价值观进行了塑造，反映到个体和组织行为中，进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产

生影响。为了探究这一价值观的传导机制，本文将视角转向非正式制度，检验革命历史记忆是否会

对一个地区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产生影响，是否确实产生了一种社会规范和道德意识从而影响企业

社会责任的履践。
在转型经济环境下，非正式制度影响着经济运行中资源的配置和企业行为，成为公司治理和企

业行为研究领域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 Stulz and Williamson，2003) 。然而，大多已有文献中的非正

式制度主要是文化因素，如宗教文化 ( 李摇琴和徐细雄，2016 ) 和儒家文化 ( 徐细雄和李万利，

2019) ，这些文化因素属于传统的力量，很难在当代社会因革命历史的传播得到进一步的塑造。因

此，本文选择了社会信任这一在地区层面和时间层面均具有差异性的非正式制度。信任作为一种

依靠人们自觉性的非正式契约，是社会进步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社会资本，在道德层面为市场经济

的有效运行奠定重要基石( 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 。正如囚徒困境，交易对手往往因信息不对称

产生猜忌、怀疑等造成心理预期波动的消极意识，从而与“共赢”局面擦肩而过，信任则可以通过消

解这些负面情绪而降低信任成本，促进个人或企业之间交易的实现。唐亮等( 2018) 验证了社会信

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促进作用，社会信任高的地区，道德约束水平高，企业的不诚信行为

和机会主义行为一旦被发现，会遭到外部舆论的严厉谴责，从而使得企业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
革命历史则承载着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向着实现共产主义迈进的漫漫长路上呼吁发扬的，大家

共同接受、认可、推崇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信念，包括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舍身为社

会的精神。我们认为革命历史是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形成的原因和根源之一，也是社会信

任的内容载体。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效应的存在，我们参考 Sobel( 1982) 建立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CSＲijt = cＲevolj + e1 ( 2)

Trust = aＲevolj + e2 ( 3)

CSＲijt = c'Ｒevolj + bTrust + e3 ( 4)

本文参考曹春方等( 2015) 的方法，选取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 CEI) 来衡量地区信任水

平，构建中介变量 Trust。CEI 指标从信用投放、征信服务、政府信用监管等 7 个维度对中国各主要

城市遵守信用的状况进行衡量，反映了城市信用经济发展状况、信用体系的健全水平等方面内容，

取值越高表明该地区信任环境越好。表 3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革命历史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效

应，满足中介效应检验前提条件，因此直接对式( 3) 和( 4) 进行检验，结果列于表 5 中。由列( 1)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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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革命历史与地区信任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即革命历史记忆深刻的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较高。列

( 2) 中将 Ｒevol 和 Trust 同时加入回归方程，发现 Ｒevol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Trust 回归系数不显著。
基于此进行 Sobel 检验，Z 值远大于 5%显著性水平上的 0. 97，中介效应显著。检验结果证明革命

历史可通过提高当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改善遵守信用的状况这一渠道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

履践。受到深刻革命历史教化的高管将更积极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满足社会期待、提高企业美

誉度并从中获利。

表 5 革命历史和社会信任

( 1) ( 2)

Trust CSＲ

Ｒevol
0. 866＊＊＊

( 0. 011)

0. 311＊＊＊

( 0. 078)

Trust
0. 059

( 0. 120)

Yes Yes

Ｒ2 0. 722 0. 150

N 13162 13162

Sobel Z = 7. 026 ＞ 0. 97

4． 革命历史、高管特质和企业社会责任

高阶理论认为管理者是非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因此管理者的不同特征，如知识结构、价值观、任
期、职业背景等，会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 Hambrick and
Mason，1984) 。具体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现有文献对不同的高管特质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经营

决策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发现高管的学术背景、年龄、任期年限、性别、海外背景、宗教信

仰、种族特征以及公益经历等都存在显著的作用( 如 Haniffa and Cooke，2005; 王文龙等，2015; 陈丽

蓉等，2015; 王士红，2016; 文雯和宋建波，2017) 。通过基准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地区革命历史记忆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践存在积极的推动作用后，但更值得探讨的是革命历史这一外部因素如何影

响企业内部的社会责任决策机制，即这一因素与存在重要影响的这些高管特征是否存在一定的互

补或替代作用; 当高管团队具备不利于企业去履行社会责任的特质时，革命历史能否抑制这些内部

因素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为了进一步探寻革命历史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践的影响机制，本节研究首先关注于高管的教育

和工作背景。高阶理论指出，高管的受教育程度可以反映其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企业社会责任

这一决策涉及诸多利益相关者，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高管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下能够

具备更好的能力进行科学判断。从长期来看，企业经营可以从社会责任履行中受益良多( 张兆国

等，2013) 。因此，高管受教育水平对于企业社会履行应存在积极影响，在表 6 的列( 1 ) 中，我们构

建了企业层面的高管受教育水平变量( Edu) ，并将其与社会责任总分进行回归，发现当高管团队中

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越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越好，这一点发现与王士红( 2016 ) 相吻合。列

( 2) 中，进一步纳入了革命历史变量以及革命历史与高管受教育水平的交乘项进行回归，结果显示

革命历史和受教育水平均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但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交叉项

Ｒevolution × Edu 的系数为 － 0. 032，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回归结果表明，革命历史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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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用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高管，增强其对于利他性动机的认知，提高其道德规范。换言之，当

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高管较多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较差时，革命历史可以缓解这一高管特质所带

来的负面作用，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为了印证这一结论，我们构建了另一变量高管学术背景( Academic) ，即高管是否在高校、科

研机构或协会进行研究工作，这一变量进一步提高了对高管受教育程度的要求。具有学术背景

的高管，思维更加理性，强调合作精神，具备奉献社会的认知; 特别是在中国，教育长期受到儒家

文化的影响，尤其强调家国情怀，教师这一职业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对道德规范的要求较高，因此

具备学术背景的高管应具有更强的社会偏好，列( 3) 结果验证了这一推论。列( 4 ) 回归结果与列

( 2) 相一致，革命历史和高管受教育程度存在替代作用，即革命历史的熏陶作用主要作用于高管

缺乏学术背景的企业，地区深刻的革命历史记忆可以抑制高管教育背景较差对企业社会责任履

行的负面作用。
高管的海外背景是企业战略决策的又一重要因素，对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融资、经营绩效和公

司治理都存在显著影响( Giannetti et al．，2015 ) 。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文献发现具备海外背景的

高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认同感更高，在西方社会感知了较为成熟的社会责任履行制度后，可

以引领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与国际接轨( 文雯和宋建波，2017 ) 。列( 5 ) 中我们构建了拥有海外背

景高管人数这一变量( Oversea) ，即曾在海外求学或工作过的高管，回归结果显示高管的海外背景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存在积极作用。同样在列( 6) 中，回归分析纳入了革命历史变量和革命历

史与高管海外背景的交乘项，结果表明革命历史会削弱高管海外背景的影响。换言之，当企业拥有

海外背景的高管较少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较差时，革命历史可以通过对本土高管的熏陶作用改善

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质量。
已有文献中对于高管的任职年限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关系并无定论。Le et al． ( 2015) 发现

高管任期越长，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 王士红( 2016) 发现高管平均任职年限对于企业社会责任

披露存在负向作用，但在国有企业中任职年限存在正向作用。本文对企业每年的高管平均任职年

限进行计算，并将其与社会责任总分进行回归。列( 7) 结果显示，高管任职年限提高会改善企业社

会责任履行的质量; 随着高管在企业工作时间的增加，更加有能力顾忌各种利益相关者，决策也更

为理性。革命历史是否会影响高管任职年限作用的回归结果如列 ( 8 ) 所示。由 Ｒevolution 和

Duration 显著为正的估计系数和 Ｒevolution × Duration 显著为负的回归系数可知，革命历史和高管

任职年限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存在替代性，革命历史可以缓解企业高管团队任职时间短而

忽视社会责任履行这一现象。
列( 1) －( 8) 的回归结果表明，革命历史可以作为高管特征的一种替代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

行产生影响，这是一种长期的作用力量。企业经营会面临重大的战略调整或是一些突发事件，如董

事长或总经理的变更，在调整期内高管往往更关注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企业的长远利益。革

命历史能否对于这些短期事件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进行缓解，可从列( 9) 和( 10) 的检验结果中看到。
基于企业－年份的维度，本文构建了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的虚拟变量( Change) ，将企业社会责任总

分值对其进行回归，发现高管变更弱化了当期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这一发现与陈丽蓉等

( 2015) 一致。进一步地，列( 10) 中加入了革命历史及其交叉项，Ｒevolution × Change 的回归系数为

正但不显著，表明革命历史无法削弱高管变更给当期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负面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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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革命历史和高管团队特征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Ｒevolution
0. 582＊＊＊

( 0. 079)

0. 470＊＊＊

( 0. 085)

0. 422＊＊＊

( 0. 067)

0. 559＊＊＊

( 0. 114)

0. 345＊＊＊

( 0. 058)

Edu
0. 128＊＊＊

( 0. 036)

0. 246＊＊＊

( 0. 045)

Ｒevolution ×
Edu

－ 0. 032＊＊＊

( 0. 009)

Academic
0. 242＊＊＊

( 0. 061)

0. 326＊＊＊

( 0. 077)

Ｒevolution ×
Academic

－0. 024*

( 0. 015)

Oversea
0. 429＊＊＊

( 0. 096)

0. 557＊＊＊

( 0. 123)

Ｒevolution ×
Oversea

－0. 043*

( 0. 023)

Duration
0. 455＊＊＊

( 0. 144)

0. 624＊＊＊

( 0. 171)

Ｒevolution ×
Duration

－ 0. 069＊＊

( 0. 034)

Change
－ 2. 071＊＊＊

( 0. 362)

－ 2. 226＊＊＊

( 0. 460)

Ｒevolution ×
Change

0. 050
( 0. 09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1526 11526 11526 11526 11526 11526 11526 11526 12673 12673

Ｒ2 0. 192 0. 196 0. 193 0. 196 0. 193 0. 196 0. 192 0. 195 0. 204 0. 207

5． 企业产权性质、革命历史和企业社会责任

在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面临着不同的经营环境，中国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明显，不同产

权性质的企业的经营条件差异化明显，因而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背后是因寻租

条件与空间、政治干预强度不同导致的截然不同的效用函数( 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 ) 。国有企业

由于股权结构天然的国有化性质，对于政府资源具备非常高的可触达性，而民营企业在融资条件及

额度审批、政府支持与行业壁垒等方面都面临着与国有企业截然不同的不平等待遇 ( 王艳和李善

民，2017) 。
黎文靖( 2012) 指出，当前中国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其背后的动

机并非源于自发的文化价值认同，而仍然是以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企业寻租获利行为。此

外，国企与非国企在对于社会责任义务的履行这件事上所考虑的角度以及最终做出决策的依据

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应当分别进行讨论。一般而言，由于国有企业的股东就是以社会利益为最

大的国家，因此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社会责任承担所承载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理念是一致的;

然而非国有企业股东的企业和社会利益之间是相互分离且存在冲突矛盾的，因此它们履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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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可能仅仅是出于意图利用环保支出扣税等政策优惠条件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下的寻

租行为。
因此，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国企、非国企两组进行分样本回归以探究革命精神对具不同产权性

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践的异质性作用，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虽然革命历史对国有及非国有企

业社会责任的承担都具有推动作用，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略大于非国有企业，但是通过观察 Ｒevol
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 CSＲ 各细分项的系数，结合和讯网披露的二级三级指标，可以发现，国企组具

统计显著性的系数分别是 Ｒevol 对 Shareholder 的 0. 113 和对 Social 的 0. 108; 而非国企组具统计显

著性的系数是 Ｒevol 对 Employee 的 0. 040、对 External 的 0. 065 和对 Environment 的 0. 056，正好与

国企组“互补”。
据此，革命历史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对其股东 ( 即国家) 以及社会

( 即捐赠额) 责任上，即国有企业在革命历史驱动下的社会责任履践行为更多地体现为基于社会

关怀与救助的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动机; 而革命历史对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推动更多体现

在员工、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以及环境责任三个方面，其分别涵盖了员工绩效、产品质量、
环境治理等与企业盈利高度相关的细化指标，可见在市场竞争越发激烈，与国企相比与政府的关

系等方面压力更大的当下，非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鲜少源于革命历史熏陶下出自崇尚诚

信经营的道德观念，更多地是基于经济动机的“战略慈善”需求所致的寻租行为。私有化的产权

性质会降低革命历史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践推动作用的质量。非国有企业由于与社会利益存在

矛盾冲突的程度更深、经营环境更艰难，更容易由寻租倾向驱动而有选择性地承担对其有利的社

会责任。

表 7 革命历史、企业产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

CSＲ Shareh Employee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 1) ( 2) ( 3) ( 4) ( 5) ( 6)

Ｒevol
0. 382＊＊

( 0. 164)

0. 214＊＊

( 0. 105)

0. 113＊＊

( 0. 056)

0. 011
( 0. 041)

0. 038
( 0. 034)

0. 040*

( 0. 02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组间系数检验( SUEST) p = 0. 0923 p = 0. 0055 p = 0. 9091

Ｒ2 0. 236 0. 157 0. 133 0. 105 0. 218 0. 136

N 5772 7520 5772 7520 5772 7520

External Environ Social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 7) ( 8) ( 9) ( 10) ( 11) ( 12)

Ｒevol
0. 081

( 0. 052)

0. 065*

( 0. 034)

0. 042
( 0. 054)

0. 056*

( 0. 029)

0. 108＊＊＊

( 0. 036)

0. 042
( 0. 02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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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ternal Environ Social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 7) ( 8) ( 9) ( 10) ( 11) ( 12)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组间系数检验( SUEST) p = 0. 6431 p = 0. 6842 p = 0. 0147

Ｒ2 0. 177 0. 111 0. 209 0. 097 0. 259 0. 202

N 5772 7520 5772 7520 5772 7520

五、稳健性检验

( 一) 替换关键指标

1． 替换因变量———企业社会责任( CSＲ)

已有文献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业绩的衡量主要包括直接衡量和间接代理两种方法 ( 刘慧龙等，

2010) 。直接衡量方法主要是使用公开的第三方社会责任评级得分，比如本文所采用的和讯网上

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公布的 CSＲ 评分或润灵环球的 ＲKS 社会责任评分( 曹春方等，

2015) ; 间接代理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指标主要是企业慈善捐赠支出金额 ( 许年行和李哲，

2016) 。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原本使用的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别替换为润灵

环球的 ＲKS 社会责任评分( CSＲ_ＲL) 以及企业慈善捐赠支出加 1 的自然对数( Donation) 重新进

行回归，其中企业慈善捐赠数据来自 CSMAＲ 数据库。由表 8 中的回归结果可见，替换关键因变

量后革命历史( Ｒevol) 对企业社会责任 ( Donation、CSＲ_ＲL) 的系数仍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且在加入公司及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后仍能保持 5% 的显著性水平，分析结果仍与主分析结果

保持一致。

表 8 稳健性检验: 替换 CSＲ 的衡量指标

Donation Donation CSＲ_ＲL CSＲ_ＲL

( 1) ( 2) ( 3) ( 4)

Ｒevol
0. 061＊＊＊

( 0. 021)

0. 064＊＊

( 0. 026)

0. 479＊＊＊

( 0. 132)

0. 331＊＊

( 0. 150)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Ｒ2 0. 152 0. 211 0. 237 0. 283

N 1639 1639 3428 3423

2． 替换自变量———革命历史

革命老区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以及共产主义的全面实现而长期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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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扎根的核心地区，这片土地为革命的成功贡献了无数资源，是新中国的摇篮，是新中国社会主义

大厦的牢固基石。我们认为，革命老区相比其他城市承载着更加渊远深厚的革命历史。因此，本文

通过手动搜集各省政府公布的革命老区名单①，整理出各地级市革命老区数量( Ｒevol_Ｒegion) ，以

此代替革命烈士纪念设施数量( Ｒevol) 作为关键解释变量衡量企业所在地革命历史深刻程度，再次

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9。Ｒevol_Ｒegion 对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总分及其细分项的系数全部为

正，且除了对 Social 的系数统计显著性为 5%外，其余均达到 1%的显著性，即革命老区数量所衡量

的革命历史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践具有积极影响，与主分析结果保持一致。

表 9 稳健性检验: 替换革命历史的衡量指标

CSＲ CSＲ Shareh Employee External Environ Social

( 1) ( 2) ( 3) ( 4) ( 5) ( 6) ( 7)

Ｒevol_Ｒegion
0. 301＊＊＊

( 0. 069)

0. 365＊＊＊

( 0. 085)

0. 081＊＊＊

( 0. 030)

0. 065＊＊＊

( 0. 017)

0. 095＊＊＊

( 0. 025)

0. 080＊＊＊

( 0. 026)

0. 044＊＊

( 0. 019)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Ｒ2 0. 092 0. 203 0. 100 0. 204 0. 157 0. 180 0. 218

N 16606 13668 13668 13668 13668 13668 13668

( 二) 地区经济和旅游业发展

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纪念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牺牲的奋斗者，

是牢记历史和缅怀先烈的载体。但是，随着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和财政收入水平的提高，

当地政府可能会力主推进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的建立从而寻求一定的政治目标。此外，当地区旅游

业成为支柱产业时，当地政府有较强的动机去兴建纪念设施从而创造新的旅游增长点。这些新建

的革命遗迹所带来的“新”革命历史对于当地社会文化的塑造有限，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

也较弱。
因此，我们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 GDP 指标这一变量，并将其与革命历

史变量进行交互，回归结果见表 10 的列( 1) － ( 2) 。可以看到，企业所处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越

高，其社会责任履践越好，但控制这一变量并不影响革命历史对于社会责任履践的积极效应; 交

互项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并不会对革命历史的积极作用产生削弱或是

增强的效应。在列( 3) －( 4) 中，我们进一步加入地区旅游业收入占 GDP 比重这一变量，并将其与

革命历史变量进行交互。结果显示，旅游业的发展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践并未产生直接影响，

也未对革命历史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联性产生影响。这些结果进一步增强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

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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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地区经济发展和旅游业发展

( 1) ( 2) ( 3) ( 4)

Ｒevolution
0. 329＊＊＊

( 0. 095)

0. 490
( 0. 884)

0. 373＊＊＊

( 0. 094)

0. 336＊＊

( 0. 140)

GDP
1. 521＊＊

( 0. 603)

1. 551＊＊

( 0. 631)

Ｒevolution × GDP
－ 0. 018

( 0. 094)

Travel
0. 018

( 0. 046)

－ 0. 123
( 0. 426)

Ｒevolution × Travel
0. 036

( 0. 10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N 13666 13666 13666 13666
Ｒ2 0. 201 0. 201 0. 200 0. 200

( 三) 安慰剂测试

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参考黄国良和李

妮妮等( 2019) 和周泽将等( 2019) 的方法，进行了革命历史的安慰剂测试。具体方法是: 本文通过

将革命烈士纪念设施数量在样本公司之间随机分配并形成新的的随机模拟解释变量 Ｒevol_r，以达

到解释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错配的效果，并使用 Ｒevol_r 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 CSＲ) 进行回归

分析。如果革命历史深刻程度确实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水平产生影响，那么该回归中 Ｒevol_r
的系数理论上应该不具备统计显著性。为确保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进行了 1000 次的安慰剂检验，

得到了 1000 个相应的 Ｒevol_r 系数的 T 值，其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出，1000 次回归中 Ｒevol_r 对 CSＲ 系数大部分 t 值分布在 0 附近，说明系数并不

具备统计显著性，即随机分配的企业所在地革命历史将不再显著促进当地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承

担。可以认为，本文的回归结果并不是由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未导致研究结论发生

实质性变化，相关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图 1 安慰剂测试 Ｒevol_r 回归系数 t 值分布图( N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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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采用截面数据结构

本文采用革命烈士纪念设施数量对革命历史进行度量，这一数据提取自民政部于 2011 年编撰

的《境内烈士纪念设施统计图册》，该变量并不具有时间上的变化性①，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城市固定

效应并不可行。为了验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对样本数据进行逐年回归，观察革命历史记忆是

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存在持续性的推动作用。表 11 列示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分年份的

回归结果中，Ｒevol 对企业社会责任总评分回归系数均保持正的显著性( 除 2010 年) ，革命历史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践具有积极影响，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表 11 截面数据逐年回归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 1) ( 2) ( 3) ( 4) ( 5) ( 6) ( 7)

Ｒevol
0. 189

( 0. 170)

0. 380＊＊

( 0. 148)

0. 484＊＊＊

( 0. 158)

0. 400＊＊＊

( 0. 149)

0. 158*

( 0. 100)

0. 328＊＊

( 0. 128)

0. 339＊＊

( 0. 13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Ｒ2 0. 310 0. 257 0. 235 0. 254 0. 081 0. 122 0. 160

N 1190 1805 1873 1949 2062 2160 2253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10－2016 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承担为研究对象，从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

度———革命历史的视角，分析公司所在地区革命历史的丰富、深刻程度是否会影响相关企业对于社

会责任的承担积极性。本文的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革命历史越深远、革命记忆越深刻，企业对

于社会责任的履践程度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革命历史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

影响与法律制度存在替代关系，并通过改善社会信任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践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具体到微观企业层面，革命历史与高管受教育水平、学术背景、海外背景和高管平均任职年限对企

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存在替代性; 而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更多地

是基于经济动机的寻租行为。
本文研究具有学术和实践的双重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学术层面，本文首先拓宽了社会责任承担这一企业行为影响因素的视角，考察了革命历史这

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性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

相关文献。现有研究普遍将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行为视为纯理性利益决策，而往往忽视其社

会性，本研究弥补了因此形成的社会视角真空。此外，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全面探究革命历史与企

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关系，丰富了非正式制度的研究领域，增进了学术界对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

决策发挥效力的作用机制的认识。最后，通过考察革命精神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异质性影响，不

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企业行为与非正式制度环境的互动，且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

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这一角度丰富了相关领域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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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层面，本文初步探索了国内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动机，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企业社会责

任的履践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首先，基于革命历史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存在推动作用

的结论，相关责任方应进一步制定面向企业弘扬革命历史与其承载的革命精神的相关举措，以促使

企业将社会责任担当内化为自身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决策

的影响力。其次，目前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质量存在一定问题，除去满足信息披露等硬性要求

外，多数企业仍然是出于经济或政治动机，将社会责任履行视作获得融资优惠等利益的寻租行为，

且这种情况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普遍。针对此，相关责任方应该适度制定社会责任的相关激励政

策，并进一步平衡资源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之间的分配，改善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以促使企业

基于慈善动机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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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n Empirical Ｒ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China

ZHANG Biqiong WU Wanting

( Institute of Finance，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102206，China)

Abstract: The inclusiveness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lies in its promotion of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fair income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matching data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the registration data of enterprises and the urban-

rural income gap from 2011 to 2017，the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esidents' income，especially for rural residents，which helps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erms of the impact mechanism，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mproves

income distribution by promoting rural residents' entrepreneurship． The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sidents'

entrepreneurship is mainly reflected in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or labor-intensive entrepreneurship． The paper reveals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xhib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Pro-poor Growth”and can promote rural resident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increase．

Key Words: Digital Finance; Income Distribution;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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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Ｒevolutionary History on Corporate Social Ｒ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LI Chang BA Yuting XUE Chang

( School of Economics ＆ Shanghai Merger ＆ Acquisition Financial Ｒesearch Institut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School of Management，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090，China;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1，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CSＲ) is well recognized in existing

literature，but the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are rarely scant． By drawing on the data of martyr

memorial facilities，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ol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in CSＲ． The results show that，( i) local

revolutionary histor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SＲ，and th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firms with political connections; ( ii)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substitutes for the role of formal institution and increases the level of social trust to promote CS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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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could alleviate the adverse effect of directors with weak education background or short working

duration on the CSＲ; ( iv)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SOEs) ，the CSＲ by non-SO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driven by rent-seeking． Our findings are robust to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key variables and placebo tests． This paper uncover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a special informal institution in China and explores potential motivation behind the CSＲ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Ｒesponsibility; Ｒevolutionary History; Informal Institutions

JEL Classification: D22; M14; N45

D＆O Insurance Purchasing and Firms' Strategic Change

LIANG Shangkun［a］ YU Junli［b］ SONG Shunlin［c］

( School of Accountancy，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100081，China［a，c］;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200030，China［b］)

Abstract: Using Chinese listed firms from 2002 to 2014 as the sample，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D＆O insurance

purchasing on firms' strategic ch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D＆O insurances purchasing can promote firms' strategic change．

Firms' strategy becomes more aggressive with the purchasing of D＆O insurance． The above effect mainly exists in firms with

higher financial risk and lower managers' shareholding．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raise in strategic

aggression when firms begin to purchase D＆O insurances，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ecline when firms stop to purchase D＆O

insurances． In addition，only those defined as Prospectors improve their strategic aggression when D＆O insurances are

purchased． D＆O insurance benefits firms' value．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enrich the literature both on the consequences of

D＆O insurance purchasing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firm strategic change．

Key Words: D＆O Insurance; Strategic Change; Financial Ｒisk; Managers' Shareholding

JEL Classification: G32; G34; M41

Do Investor Ｒelations Officers from

Investment Banks Facilitate SEOs Timing

SUN Qian［a］ CHENG Xiaoke［b］ GAO Shenghao［c］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Beijing，100044，China［a，b］;

School of Accounting，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611130，China［c］)

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ple of all Chinese uniform-price auction SEOs from 2006 to 2017，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vestment banking experience of investor relations officers and SEOs Timing． Our findings show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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